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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微观分工的理论，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脑体产业分离的重要趋势。我们分析了脑体产业分离和脑体产业再分离的内在原因，既而指出了脑体产业分工在地域上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了在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时代，企业如何应变局势，如何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以及如何融入全球分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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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完全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产业的地理分布，甚至国家在全球中的经济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分工的全球化，是企业价值链在全球的重新布局。一种原先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由全球上百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如何主动纳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以及国家应该如何确立自己在全球化分工链条中的地位？本文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一、脑体产业分离的理论分析
1. 宏观分工与微观分工

分工理论是理解全球化经济现象的钥匙。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Smith,1776）中深刻地指出了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和关键。在这之后，李嘉图（Ricardo,1817）利用外生比较优势原理，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地位。阿伦•杨格（Young,1928）用了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即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以及此链条中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杨小凯（1997）区分了三类分工：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以及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此外，近年来还有很多学者对分工理论有所贡献，例如，Houthakker,Babbage,Walker,Dixit,Stiglitz,Krugman等。

在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之前，经济是区域化、国别化的，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都是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之内，分工主要是发生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之内。并且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分工链条还不长，因此，在前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主要是研究如何在一个地区或国家内部对具备不同优势的产业进行资源配置。比如，一个国家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对哪些幼稚产业应该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等。所以，传统的分工理论的研究主题是国家或地区，研究对象是产业，属于宏观分工；而以企业为分析对象研究分工——微观分工——的理论还很少看到。
 本文试图在借鉴宏观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在微观分工方面作一点理论探索，并将其运用于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经营实践。

2. 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

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国际化的生产和贸易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题。而国际经济的主体，毫无疑问是跨国公司，国家已经不再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角了。而跨国公司在参与全球化的分工时考虑的就不再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分工链条，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分工链条。因此，我们的研究视角当然地应该转向企业，转向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微观分工。

全球化时代的企业，无论是投资、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在进行资源配置时考虑的对象不再是以地区和国家为单位，而是全球。国家在不同的产业间的分工，让位于企业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进行的分工。企业间分工考察的是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布，或者在分属不同区域的同一企业内部之间的分布。在给定产品收益的前提下，企业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就要使所有的要素都能在不同的区域或国家以最低的代价获得，并且使产品的营销和服务在所有的差别市场实现最大程度的本土化。

在全球配置资源，对企业来说，至少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根本变化。一是企业在战略性投资上必须结合自己的专业化优势，考虑自己从产业链条的哪个环节入手，或者说如何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二是企业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体系，自身也面临着各职能部门在全球的布局，最重要的就是“脑体分离”。一个企业从价值链上讲，可分为研发、制造、营销、营运管理四个环节。相应地，它们也构成四个产业，其中研发、营销和营运管理就是所谓的“脑袋产业”，而制造则成为“躯体产业”。“脑体产业分离”正是企业内分工的突出特征。

3. 两种思路：分拆与组合

企业如何逐步发展壮大，从一个产品做到一个产业？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分拆”，分拆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产业”。

①“行业”即产业。过去，我们把整个国民经济分成三大产业，把某个行业视为一个产业。例如农业是第一产业，工业属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则称为第三产业。在这种思路下，要发展一个产业，就等于是利用国家或政府力量进军某个行业。例如，要发展汽车产业，政府就会动用诸多资源，建立钢铁企业、电力企业、汽车车身制造企业、轮胎制造企业、运输企业等，再为每类企业配备一个职能管理部门。

②“产品”即产业。在现代市场经济，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显然不适合企业。于是，提供一种产品成为发展一个产业的手段。企业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专注于某类产品的生产，依靠“拳头产品”占据市场份额，从而确立自己在该类产业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做大汽车产业，只是生产汽车车身和轮胎及其组装，原材料和动力系统则直接从交易费用比较低的市场就近购买。

③“部件”即产业。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企业要在汽车产业有所作为，要独立生产完整的汽车产品已不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一方面，单个企业不可能在汽车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一流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单个企业不可能在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获取最低成本。理性的做法就是融入全球汽车产业的分工链条之中，不直接做汽车产业，也不直接做汽车整车，而是做其中的一些部件。例如，一家汽车产业的企业可能只生产轮胎，因为该企业靠近橡胶种植园。

④“区段”即产业。产业分工细化到一定程度，企业可能连整个轮胎都不做了，而是专注于轮胎生产的某个“区段”，例如子午线轮胎的研发、销售等。

第二种思路是“组合”。企业以某种产品为中心，逐步发展壮大，利用核心能力的广泛延展性，从一种产品辐射到多种相关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并购乃至混合并购，由单一产品发展到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甚至最终形成一种经济。例如，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原先只生产一种玉米，后来生产多种玉米，并实现玉米的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做成一个玉米产业，再之后可能广泛投资于与玉米有关的玉米研究基地、生产基地、加工基地、餐饮基地、旅游基地等，这就把玉米做成了一种经济。

显然，无论是“分拆”还是“组合”，两种思路是一致的。“分拆”提供了企业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的一种可操作的思路，因为无论是从发挥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企业首先要根据自身实力和宗旨定位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的环节，这个过程就是从全面扫描该产业的分工链条到最终锁定某个环节——一个部件甚至“区段”的过程。企业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努力的方向则是“组合”，在专注于部件生产或“区段”生产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完善自己的产品布局，最终要做成一个产品网络，形成一个产业甚至经济。所以，“分拆”思路给出了企业操作的过程，而“组合”思路则给出了企业努力的方向。“分拆”是从大到小，“组合”是从小到大；“分拆”在先，而“组合”在后。图1和图2形象地描绘了全球化经济时代企业运营的两种思路。


图1 企业发展的“分拆”思路


 图2 企业发展的“组合”思路
4. 两种分离：脑体产业分离与脑体产业再分离

企业一旦根据“分拆”思路确立了自己在全球分工链条中的地位，相当于在战略上制定了企业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配置的意图，那么接下来就要从战术上配合战略的实施。换言之，企业在外部环境中实现了要素资源的全球最优配置，还要在内部环境中实现组织资源的全球最优配置。

（1）脑体产业分离

实现组织资源配置，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战略需要，根据要素资源最优化的导向，将企业的各类组织资源分拆并填充到各个环节中去。如果把企业的制造环节看作是企业的“躯体”，那么企业的研发环节、营销环节和营运管理中心（决策总部）显然就是企业的“脑袋”。企业要实现在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战术上就要落实“脑袋”和“躯体”的最优配置。由于全球各地要素禀赋的差异，企业“脑”、“体”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企业必然有不同的运行成本，这就要求企业对自身组织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实行“脑体分离”。

“脑体分离”的实质是企业价值链的重构。过去，企业往往只注重要素资源的运作成本。如果A国资本获取成本低廉，B国技术先进，而C国劳动力便宜，企业就分别从A、B、C购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但是企业仍将所有的研发、制造和营销活动都集中在到总部进行。脑体产业分离后，企业配合要素的最优分布，将制造部门和研发、营销、营运管理部门分开（如图3所示）。

脑体产业分离的方式又有两种：基于不同地域的分离和基于不同企业的分离。前者意味着企业按照要素资源和组织资源最优化配置原则，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地域设置研发、营销部门乃至营运管理中心，而制造部门搬到劳动力密集的区域。后一种分离意味着企业分别将制造环节、营销环节和研发环节交给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企业去承担，这就是“外包”。企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分离，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运营成本。因此，图中的A、B、C既可以代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企业（下同）。

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摩托罗拉的“脑袋”——研发、营销、营运管理部门——在美国总部，但其制造部门却分布在全球各地。摩托罗拉在天津成立了亚洲通讯产品和半导体集成生产中心两大基地，生产手机、芯片、半导体、双向对讲机、基站和手机配件等产品。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例如土地）低廉的中国天津甚至已成为摩托罗拉在全球主要的制造基地之一。中国的联想集团采取的“两头在外，中间在内”价值链地理布局战略正是脑体产业分离的典型表现。“两头在外”，是指联想将价值链的上端和下端——产品开发和市场销售，设置在香港联想公司。“中间在内”，则是指联想将价值链的中端——计算机产品的批量生产，放在大陆（如深圳等地）的生产基地进行。当然，联想的营运管理中心应该是在北京总部。必须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必然带来脑体产业的再度分离。





图3-1 脑体产业分离前

                            





图3-2 脑体产业分离后
（2）脑袋产业再分离

脑袋产业的再分离即脑袋产业内部的分工更加具体，研发、营销和营运管理也开始相对分离。引致脑袋产业分离的重要动力是本土化趋势。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对共依共存的矛盾体，企业只有全球化才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一旦资源配置到全球，又必须根据本地特色进行本土化，从而使产品充分体现本土文化。
 而本土化的主要方面，就是产品在功能和外观设计上的本土化。全球化的产品只有融入了本土文化才能在与当地产品的竞争中取胜。因此，面对过度竞争和客户经济时代，各大跨国公司纷纷将产品的研发部门或市场营销部门从全球总部剥离出来，把一个“大脑袋”拆成若干个“小脑袋”。剥离的思路依然有两种：根据要素禀赋配置到不同的国家或区域性市场；根据比较优势外包给其他企业。
以美国耐克公司（NIKE）为例，这家公司垄断了美国运动鞋和运动服装30%的市场份额，但它在美国一双鞋都不做，其产品制造放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种常见的模式是，耐克的研发在意大利，制造在中国，市场营销则在美国。摩托罗拉于199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研究院，现已有18个研发中心，1000多名研发人员。诺基亚甚至在一些没有制造基地的国家也有它的研发中心，因为当地技术人才比较集中，高级人力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98年至今，各大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的研究院就有20多家。可见，伴随“躯体”——制造部门的转移，“脑袋”——研发部门也从总部分离出来。考虑到细分市场的高度差别化和个性化，市场营销部门从总部分离出来的现象亦如出一辙。脑袋产业再分离后的企业布局如图4所示。





                 

           


     

图4 脑袋产业的再分离            

（3）躯体产业再分离

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不仅脑袋产业内部要分离，躯体产业内部也要分离。作为制造环节的躯体产业，包括核心部件制造、零部件制造以及组装。在躯体产业的不同段位，需要不同水平的生产技术，在不同地方又有不同的成本。因此，躯体产业内部的再分离与脑袋产业内部的再分离一样不可避免。

躯体产业分离的思路根据制造环节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地，核心部件的分工更多地遵循基于不同企业的原则，因为核心部件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而零部件和组装则主要遵循基于不同区域的原则，因为这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但对劳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很敏感，所以要往不同区域配置。

比如联想集团，虽然所有的电脑部件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但部件产地显然是有别的。最核心的部件，如CPU是英特尔公司在上海浦东的基地制造，重要部件是在北京上地的信息产业基地制造，一般部件则是在深圳基地制造。躯体产业再分离后的企业布局如图5所示。






图5 躯体产业的再分离
（4）价值链革命

全球化时代企业脑体产业的分离和再分离，是对企业价值链的革命性重构。在波特时代，企业的价值链是非常完整的，从最初的原料采购到最后的销售服务，一应俱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条完整的价值链被分工无情地打破了。脑体产业分离，使企业的价值链沿着三条路径重构。第一条路径是“客户<——>研发企业<——>外包制造”，即客户将需求传递给负责研发的企业，研发企业完成研发设计后直接将制造的任务外包给其他企业。戴尔（DELL）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第二条路径是“客户<——>营销企业<——>外部采购”，即企业直接捕捉到客户的需求信息后，发挥自身作为流通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直接从上游生产商那里采购甚至定制产品，再销售给客户。国美电器商场直接从上游电器制造厂商定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条路径是“客户<——>营运管理中心<——>第三方解决”，这适合于那些高度资本运营和具备强大战略实施能力的企业。比如耐克公司，它只专注于从战略上把握运动服装和运动鞋的需求变动趋势，而将实质性的操作全部外包给研发、制造和销售等专业企业。全球化时代，企业不再追求价值链的完美，而是使自己的价值链朝“小”、“专”、“精”的方向发展。简单地说，要想做“大”，先要做“小”；要想做“大”，先要做“专”；要想做“大”，先要做“精”。

二、脑体产业分离的地域规律
1. 两种转移：脑袋产业转移与躯体产业转移

脑体产业分离的趋势不可避免，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分离后的脑袋产业和躯体产业各自向什么地方转移呢？显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搞技术研发，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获得低廉的劳动力。因此，企业就要探询脑体产业转移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般规律。

从根本上讲，脑体产业转移的地域选择所要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要素禀赋和绝对成本。
 要素禀赋决定了在哪些区域可以获取哪些特定的资源，这些资源往往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例如，美国硅谷独有的创新文化适合进行IT技术的研发，因此，IT行业的跨国公司大多在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而绝对成本因素也绝对是企业不可忽略的一个选择因素。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国际贸易是局部的，参与全球流动的要素也是部分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无论是资本的获取，产品的贸易，技术的引进，都可以在瞬间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配置要素时再考虑比较优势已经不是最优化决策了。因为既然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在收益既定的情形下，企业为什么不购买那些绝对低廉的要素而去购买那些相对低廉的要素呢？
 当然，有些地方可能同时拥有独特的要素禀赋和绝对低廉的成本，那么这类地方就往往能吸引更多的脑袋产业或者躯体产业。

（1）从全球范围来看，脑体产业转移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脑袋产业向发达国家转移。象美、日、德这样的发达国家，它们的跨国公司往往只做脑袋产业而不做躯体产业，甚至只做“大脑袋”，不做“小脑袋”。
 从全球500强企业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可以发现排名前100的跨国公司多数把全球总部设在美国和日本。一方面，许多跨国公司将研发、营销、营运管理部门设在发达国家，而将制造和售后服务部门迁移出去，所以才有类似香港“产业空心化”的说法；另一方面，一些总部原本不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出于要素禀赋的考虑，也纷纷将研发、市场部门迁移到发达国家，例如中国的海尔和联想就在美国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

二是躯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方面具备发达国家所不可匹敌的绝对成本优势，因此，大量的跨国公司纷纷将其“躯体”——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例如，IT行业巨子IBM、摩托罗拉、戴尔、东芝（TOSHIBA）等均在中国设立了重要的制造基地或组装基地。

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制造成本低廉，而且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因此这些国家也往往成为“小脑袋”——地区或大区域的总部所在地。一般地，跨国公司往往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合称“大中华区”，而区域总部往往设在中国大陆或香港。

（2）从一国内部来看，脑体产业的分离遵循如下规律

首先，就城市的规模而言，大城市往往成为脑袋产业的转移归宿，而中小城市则成为躯体产业的转移归宿。例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往往成为国内企业总部的理想地域。一些企业在小地方做大做强之后，为了应对更大范围内的竞争，参与更大范围内的分工，就要考虑将研发、营销和营运管理总部从原来“发迹”的小地方迁移到大城市来。典型的案例，著名的春兰集团将总部从江苏泰州迁往上海。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沿海城市往往成为脑袋产业的转移目标，而内地城市则成为躯体产业的转移目标。因为沿海城市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便于与外国进行国际贸易，直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而内地城市相对闭塞，但劳力和土地成本低廉，往往成为制造基地，吸纳的多是躯体产业。

2. 两种集聚：脑袋产业集聚与躯体产业集聚

既然脑袋产业和躯体产业分别朝着不同的区域转移，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除了要素禀赋和绝对成本这两个重要因素外，是否存在一种机制在“主动”吸引着脑体产业的分离和转移呢？

波特（2000）深刻指出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集聚”（cluster）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既然要素可以在全球进行最优配置，为什么在不同的区域会形成显著不同的产业群落呢？看来，不能忽视地域性要素禀赋对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形成脑袋产业集聚的地域具有如下特征：①知识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一个地方知识的集中程度就代表了核心要素的集中程度，企业越是做大做强，就越是更加倚重于知识要素。
 过去是资本决定企业命运，现在则是思想（Idea）决定企业命运。因此，毫不奇怪，跨国公司往往选择知识信息比较集中的大城市或者首府作为脑袋产业的大本营。②金融中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没有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就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并购，企业的壮大就后继乏力，也就没有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因此，一个地方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就决定了该地能否成为脑袋产业的落地之选。知识和金融的嫁接，则往往使企业如虎添翼，可以迅速由一种产品成就一种产业。③流通中心。当经济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之后，企业能否盈利不仅取决于其产品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将生产的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实现商品价值。即流通由过去的末端产业成为今天的先导产业，价值实现比价值创造更重要了。何处拥有便捷的流通条件，例如更稠密的水陆交通网络、更低的关税、更透明的出口政策等，就能有效地吸引脑袋产业的集聚，尤其是脑袋产业中的营销部门。④环境中心。企业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生产和发展。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它主要体现为要素禀赋，而且体现为社会人文环境，包括法治、公平、廉洁、诚信等政府和公众行为特征。
 知识、金融、流通和环境四大中心的具备，不仅能够吸引脑袋产业的转移，而且为脑袋产业的再分离提供了空间。就脑袋产业中营销环节而言，往上延伸可以发展成为高级营销形态——会展经济；往下延伸则又可以成为与制造环节相配套的（售后）服务经济。事实上，知识、金融、流通和环境四大要素常常是相互作用、相互叠加的，而且这四大要素的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加强、良性循环的，这也成为地区经济差异的根源之一。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成为躯体产业的集聚地也有如下特征。①因为当地某些要素的机会成本较低。例如，由于劳力成本低廉，因而有可能吸引躯体产业中的制造业集聚。②因为该地具备比较好的社会环境，如人口流动相对自由，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政府工作效率较高，这些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③善于“借势”。成功的企业善于从全球配置资源，开明的地方政府则善于将他人的优势移植到本地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我们发现，能够成功地吸引大量企业将躯体产业转移到该地的地方政策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牧场理论”。好比一个地方本来没有养奶牛，但是当地政府利用本地的优势大力培植草地，建设高质量的牧场，这样其他地方的奶牛自然就被吸引过来了。当地虽然不产牛奶，但是哪怕每只奶牛为当地贡献一杯牛奶，当地同样可以成为有竞争力的牛奶产地。
 因此，能够成为躯体产业集聚的地方往往具备较低的要素成本、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开明的政府政策三个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地域性因素成为企业脑袋产业或躯体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外，产业内的竞争程度和产业之间的合作程度也往往成为重要原因。一个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企业对于降低成本和研发新产品的激励就越是敏感，因此也往往更加倾向于推动脑体产业的分离。而产业之间的合作越是密切，不同产业之间为了沟通和联盟的便利则往往倾向于将各自的相关产业部门集聚在同一区域。两位欧洲学者Cantwell和Santangelo（2002）最近对全球信息和通讯产业的大企业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发现它们的研发机构的地理分布特征支持了上述分析。

三、脑体产业分离后的企业行为
1. 从实体经营到虚拟经营

脑体产业分离带来的不仅是企业配置要素资源和组织资源方式的改变，更是企业经营战略的根本改变。从运营方式看，在脑体产业分离前，企业大多实行实体经营，研发、制造、营销、服务和营运管理，一个都不能少。企业就象一架高度纵向一体化的投入产出机器，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产品的销售及其售后服务，都是企业自己运作和管理。企业虽然也会有自己控制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来分别从事原料采购、研发、制造和销售等职能，但是在各公司之间必定有非常明确而稳定的产权关系，或者说资本纽带将它们联结在一起。

但是，在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时代，企业不再主要依靠产权关系将所有的环节联为一体，而是依靠发达的信息系统和网络系统，以市场契约的方式实现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例如，一家企业可能在产品制造方面拥有核心能力，它就不需要自己去办理采购、研发、营销等非专长的业务，只须分别找到在该产品的采购、研发、营销等方面具备专长的企业，将制造以外的业务“外包”出去，与其它相关企业结成一个利益联盟即可。企业从全能生产到专注于某个环节的生产的过程，就是脑袋产业和躯体产业分离的过程，也就是企业从实体经营过渡到虚拟经营的过程。脑体产业分离后，企业实行虚拟经营就不再是事事亲历亲为，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构建网络。当然，企业要拥有竞争优势，就要努力在由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和客户构成的相关利益者网络中处于最具增值价值的核心地位。一般地，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通常具备如下特征：“虚业经营”高于“实业经营”；“软部资源”高于“硬部资源”；“无形资本”高于“有形资本”；“外部链接”高于“内部链接”等（李海舰、聂辉华，2002）。过去，是实体经营高于虚拟经营；现在，则是虚拟经营高于实体经营。越是能成功地构建网络进行虚拟运作的企业，就越是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地位。因为虚拟经营的企业往往掌控了脑袋产业，处于分工链条的上端，是价值增值的主要部分，处于主动地位；而其他企业则往往是承继了虚拟企业的躯体产业，处于分工链条的下端，是价值增值的次要部分，处于被动地位。

2. 从在边界内创造价值到在边界处创造价值

在崇尚实体经营的时代，企业的边界是清晰的，企业的价值链通常是很“完整”的，因此企业主要在边界内创造价值。从初始环节到终端环节，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最重要的就是厘清内部价值链，在内部各个运营环节尽量减少交易费用。特别是当企业陷入机构膨胀、条块分割而窒息了企业的活力时，通常需要进行内部流程再造，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僵化局面。

但是，在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企业不再负责产业链条的全部，而只是专注于其中某个环节。各个环节之间是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能否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取决于能否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而这又直接取决于各个产业链条之间能否高效地配合。
 各个协作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否彼此融洽地合作，如何优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程成为新的重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詹姆斯•钱匹（2002）提出“企业X再造”。“X”代表跨越组织之间的各种界限。所谓“X再造”，就是当各相关企业决定将业务流程链合在一起时，所有合作伙伴将共同为形成一个有效的、崭新的多企业联合体而共同努力。如果用一句话来形象地概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与企业外部流程再造，那就是：前者指拆除企业内部的“墙”，后者则指拆除企业之间的“墙”。显然，拆除企业之间的墙就意味着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更加高效、协调的脑体产业分工。当产业的研发、制造、营销、营运管理各个环节相对分离后，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就在于各个环节之间的流程协调，在于脑袋产业和躯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脑袋产业内部之间和躯体产业内部之间的分工，这也决定了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工作重心。脑体产业分离前，企业主要是厘清研发、制造、营销等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脑体产业分离后，企业主要是整合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

3. 从实施“走出去”的全球化到实施“引进来”的全球化

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和组织要素基本上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应该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在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才能以更低的成本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

全球化的内涵，是商品的进口和出口，资金的引进和外投，土地的国内转让和跨国购置，以及技术和劳务的引进和输出等。前一种方式就是“引进来”的全球化，而后一种方式就是“走出去”的全球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两条途径是中国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我们大量吸引外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占到我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3左右（江小涓、李蕊，2002），许多全球500强中的跨国公司都进入了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入了全球市场参与竞争，比如海尔集团。但是，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主要是处于下端，成为躯体产业转移的基地而不是脑袋产业转移的基地。这种现象促使人们开始为中国的经济地位担忧，认为一旦成了发达国家的“世界工厂”，将使中国在未来的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主流的意见似乎是主张中国的企业应该更多地“走出去”。
 

但是，近期我们却主张更多地走第一条道路，即主要实行“引进来”的全球化。
 这是因为：①形势变化使然。当前，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和土地的机会成本上升，同时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产品周期已经大大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将原本在本国布局的躯体产业和部分脑袋产业（例如研发和营销）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同时由于中国的市场容量很大，大量跨国公司竞相到中国采购原料和初级品，同时还需要一大批中国企业来协作生产。中国完全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如果错失这次世界性产业转移的机会，就将在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日本、韩国在“二战”后正是从制造业起步，才有了今天的强势地位。②“引进来”的全球化比“走出去”的全球化成本更低。众所周知，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不具备与跨国公司面对面直接竞争的实力，仍然需要在国内韬光养晦、苦练内功。既然跨国公司已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把产品卖给跨国公司，也可以与它们协作生产，相比之下，走出去参与世界竞争就是一种高成本的行为。毕竟，我们不能为“走出去”而“走出去”，“走出去”的目的在于产品“走出去”。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做其一个区段、部件，纳入其产业链条，借此融入全球化经济。③全球市场已经联为一体。中国已经加入WTO，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单纯的国内、国际市场已经不复存在了。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内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不就是在世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吗？

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就好比是一只狼领着一群羊的生死博弈。走引进来的全球化之路，关键是要“与狼共舞”。跨国公司好比是“狼”，国内企业好比是“羊”。但最可怕的还不是“狼”，而是“狼”不跟“羊”玩，不带着“羊”玩，这样“狼”就永远是凶狠的“狼”，而“羊”则永远是温驯的“羊”，只能等待“狼”来吃了。进入中国（毋宁说是被引进中国）的“狼”主要有三类。①第一类“狼”是大企业，包括国外跨国公司和国内的特大型企业。针对跨国公司，我们主张的策略是“与跨国公司捆绑发展”，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原料和初级品，或者协作生产，或者成立合资与合作企业，利用跨国公司的实力提升自己的地位，最终获取生存能力。例如，科健起初并不具有独立生产手机的能力，但它通过与韩国三星的合作，逐步具有外观设计、生产一般部件以及组装的能力，目前已经推出了利用三星技术的自产手机。许多国内的特大企业，例如联想，它们已经与外国跨国公司合作多年，因此，也已经变成了“狼”。国内的中小企业如果没有机会或实力与跨国公司合作，那么与联想合作也不失为一种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办法。
 ②第二类“狼”是大品牌。典型的就是耐克公司，它没有自己的生产制造基地，但是通过选择贴牌（OEM）企业成功地占据了全球运动服装的顶级地位。国内企业通过为这些大品牌企业贴牌生产，能够在原料采购、质量管理等方面学习到先进的国际经验，减少了进入世界市场的学习成本，因而也是一种融入全球化的良策。格兰仕的成功典型地体现了这点。格兰仕充分发挥自己在制造环节的优势，通过为国外名牌微波炉企业贴牌生产，最终成了全球微波炉生产的龙头老大。正是在“狼”的带领下，“羊”也日渐变得凶猛无比，最终“羊”就变成了“狼”。③第三类“狼”是大市场。由于中国的许多要素和初级品成本低廉，近年来已经有多宗跨国采购招标面向中国，这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将潜在的巨大需求变成了现实上巨大的市场，从而为中国那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提供了良好机遇。国内的典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其专业化的集聚优势，义乌已经成为无数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通途。
四、脑体产业分离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脑体产业分离后，大量企业成为躯体企业，大量地区成为躯体产业的集聚地。既然企业可以做“躯体”，地区也可以做“躯体”，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国家可以做“躯体”吗？如果可以，那么如何避免成为“躯体国家”？

我们知道，在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越是需要全球企业的合作。一件复杂的产品，往往是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全球集成。以制造业为例，至少有三个环节：核心部件制造——一般部件制造——组装。一般来说，在大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制造中，目前中国往往只能做低端的组装和一般部件制造，而高端的核心部件制造则往往由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做。

这里，是否存在一个“剥削”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试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是困难的。①从长远来看，现代国家之间是不存在“剥削”问题的。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高风险带来高收益，低风险则带来低收益。脑袋产业属于高端产业，躯体产业则属于低端产业。高端产业往往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高投入，带来的是高风险，能够承受这种高投入和高风险的企业通常只能是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之下，低端产业则属于低投入、低风险，理所当然地获取低回报。②实际上，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图景来看，只要全球市场是竞争性的，只要在高端企业之间、低端产业之间都存在可竞争性，那么由于“剥削”所产生的租金就会被逐步消解。③从实际情况看，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普遍地遵循“3的法则”。即一个产业往往就掌握在3家企业手中，其余的企业都只能充当不同地位的分包商而已。特别地，装备制造工业部门，例如飞机制造，其内在的规模经济要求和技术、资金壁垒，使得客观上此类产品就只能集中在若干家（比如3家）企业生产，其他企业注定只能成为协作者。④从动态的角度看，产业间、产业内和产业链条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升级的。产业间的升级，即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升级。产业内部的升级，例如从躯体产业向脑袋产业升级。产业链条的升级，例如从单纯的组装到一般部件的制造，再到核心部件的制造；还可以从“小脑袋”升级到“大脑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主要致力于躯体产业的升级，逐步使自己从组装和一般制造者的角色向核心部件的制造者跃变。在此之后，再使自己逐步由躯体产业的基地向脑袋产业的基地跃变。最后，是使自己从“小脑袋”变成“大脑袋”。

五、总结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研究国际产业分工时，基本上是从国家或地区作为经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但是，现代国际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思考国家在国际产业间分工合产业内分工中的得失，更要思考企业内部是如何进行产业分工的，企业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产业分工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转换新的研究视角，而且需要创新我们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微观分工的理论，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脑体产业分离。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脑体产业分离和脑体产业再分离的内在原因，既而指出了脑体产业分离在地域上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脑体产业分离的全球化时代，企业如何应变局势，如何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以及如何融入全球分工网络。之后，还初步探讨了在脑体产业分离后的国家定位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尚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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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f Enterprise in Globalization Era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head and body industries to the division of them

LI Hai-jian  NIE Hui-hu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icro-division of labor, this paper points out an important trend that there is a division between head and body industrie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ra. We analyze the inner cause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head and body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re-division. And then the geographical rules of these divisions are indicated. On this base, we discuss those questions: how enterprises deal with situation; how enterprises acqui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how enterprises enter into the global network of division labor.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a division between head and body industries; the division of intra-enterprise; the division of inter-enterprise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核心期刊）2002（12）,属于封面要目文章及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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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能、韦伯、胡佛等人研究了企业在不同要素集聚地区定位的区位理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从分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定位。


� 注意，我们所研究的“脑体分离”的企业，是指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且面向全球竞争的大型企业。显然，一般的小企业不会成为脑体产业分离的主动者，对它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成为分离后的哪个环节。


�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GE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就提出了“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观点。


� 导致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因，可能是拥有独特的要素禀赋，如人口异常庞大，也可能是由于拥有规模经济、递增报酬以及专业化经济，囿于篇幅，这里不加专门的区别。


� 但劳动力的流动却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这里涉及到国家的治权问题。但正是这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反而使得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在中国积淀下来，造就了中国在劳力成本上的绝对优势。


� 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日渐衰微，而绝对优势大行其道，这可以得到新国际贸易理论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支持，参见克鲁格曼（1979）、杨小凯（1998）。


� “大脑袋”指企业的全球总部，“小脑袋”指企业的地区总部或大区域总部。


� 这里所指的“知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信息、资讯等，主要是指思想（Idea）。


� 在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只要能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就能吸引外商投资的观念是幼稚的。


� 典型的例子，是珠海市利用本地资源为外地名校办分校。珠海本地没有名牌大学，但是珠海利用自己的资金、交通、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吸引北大、人大等外地名牌大学在珠海设立分校，相当于自己也拥有全国一流名校的人才资源。


� 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实体经营或者制造环节的作用，而是从企业运作的发展趋势上探讨企业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 这是因为，虽然脑体产业发生了分离和再分离，但是在客户的眼里它们都应当是统一的、连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个相关企业之间、脑体产业之间尤其需要协调一致。


� 中国某著名企业的总裁提出的一句口号“国门之内无名牌”，就形象地体现了强烈主张走后一条全球化途径的主张。


� 我们提出引进来的全球化的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走出去。相反，我们认为中国在目前的阶段，应当是以引进来为主，以走出去为辅。


� 这就好比网络公司如果自己不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那么与已经上市的网站合并也是一种间接上市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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